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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以高雄地區警察機關監控陳三興、柯旗化等出獄叛亂犯的紙本紀錄為基礎，拼湊臺灣戰

後威權統治期間、國民黨政府企圖與敵人共存的手段和效果。由於無法將明確已知的敵人―叛亂犯徹

底消滅，自西元（以下同）1950年代初期，國民黨政府遂將出獄叛亂犯統一編為「新生份子」持續監控；

除為提防當事人再犯，也期待將當事人打造成順服且富有道德感的理想國民。然對實際負責監控與管

教工作的基層警察而言，法制揭示的政策目標從未徹底落實。相反地，結合政治偵防的特殊性、機關

內部層級分化的組織型態，以及警察機關的業務安排，致使警察保衛政權的工作流於形式、重要性日

益邊緣。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archives of the Kaohsiung City Police Department, this thesis a�empts to portray the methods 

and the actual results of the surveillance-reeducation tasks carried out by the rank and �le police o�cers towards the 
political dissidents released from prison, Chen San-Hsiang and Ko Chi-Hua in this case, as part of the overall policies 
of the Kuomintang (KMT) government (hereina�er referred to as “the government”) dealing with the “enemies” in 
Taiwan during the post-WWII authoritarian period.

Since the early 1950s, the government had continued to conduct surveillance and impose strict restrictions on the 
convicted political dissidents a�er they were released from prison, who were labeled as “Hsin Sheng Fen Tzu” (or the 
Reborn). Meanwhile, through the routine surveillance-reeducation measures, the government also tried to transform 
these “enemies within” into obedient, conscientious citizens of the ideal type. 

However, for the local police officers who were the actual executors of the routine surveillance-reeducation 
tasks, the policy goal mentioned above was never achieved. In fact, due to th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litical 
surveillance, the bureaucratic structure of the government apparatus, and the exploding workload of the Taiwanese 
police, the daily surveillance-reeducation tasks, which demanded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time and manpower but 
came with li�le e�ect, had become an administrative blackhole for the rank-and-�le police.

〦⼫઎| 中國國民黨、威權統治、警察行政、監控、政治犯

Keywords|　 Kuomintang, authoritarian rule, police administration, surveillance, political priso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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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臺灣於 1945年納入中華民國的版圖，中

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內戰的前線旋即往島內延

伸；除了競爭土地、人口等有形資源，國共兩

黨也企圖贏得意識形態的支配地位。尤其國民

黨政府（以下簡稱政府）反覆挪用「國家即人

體」的比喻，將敵對的意識形態描繪為「毒害國

家、違反生理」的病菌（王昇，1966；季源溥，

1951）；意謂戡亂戰爭不僅是軍事層次的攻防，

更是全民參與的（心理）衛生工程。

惟現實中，正式的司法程序不僅無法將敵人

趕盡殺絕，更有八成以上的叛亂犯逃過死劫、承

受長度不等的監禁或感化教育後重返ḽ會（李禎

Ṟ，2015）（註 1），致使政府始終難以確信這

些曾參與矯治措施的叛亂犯已「健康無虞」；也

由於「舊疾復發」的隱憂始終存在，政府必須找

出方法來與人口中明確已知、又無法澈底排除的

威脅共存。

故凡叛亂犯刑滿出獄，旋即被編入新的人口

類別：新生份子，由該管治安、情報機關持續監

控（侯伸宏，2007；高明輝、范立達，1995）。

一方面透過考核日常言行、適時現身管教等措施

（即後文討論的「考管作業」），使當事人及周

遭的人際網絡心生畏懼；同時，政府也得以掌

握新生份子的「康復」情形，以防當事人真的

再犯。

而在各治安、情報機關中，警察位居政府

監控新生份子的第一線，是穿透當事人日常生

活最頻繁、且歷時最長的執法部門（蕭伶伃，

2009）。若能掌握警察辦理考管作業的目標、手

段和效果，將有助於釐清政府與其所認定的敵人

共存的制度性安排。

進一步說明，執法活動固然存在恣意和裁

量的空間，惟執法者仍受到政策、法規、文書作

業與科層體制的重重節制，並為自身的績效拚

命；同時，儘管警察位居政府監控民間ḽ會的第

一線，警員本身也是政府提防的對象。故本文嘗

試呼應 Ben Ka�a（2009）的主張：「將官署帶回

官僚體系」（put the bureau back in bureaucracy），

由基層警察生產的公文檔案，檢視警察機關內部

運作的邏輯及其效果，並拼湊政府打造「新生份

子」、佈建監控體制的微觀過程。

又因本文以個案的卷宗為最主要的分析

材料，個案的挑選至關重要。但依本文撰寫時

（2019）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以下簡稱

檔案局）檔案徵集與開放應用的狀況，僅高雄市

政府提供相對完整的基層警察檔案；究其案件類

型，又侷限主張臺獨的新生份子。

基此，本文將聚焦討論其中 3件被檔案局歸

類為「政治檔案―重大政治事件類」的檔案，其

案名與檔案的起訖時間分別是：《陳三興》（1975

年 7月 24日至 1994年 8月 27日）、《柯旗化》

（1988年 8月 4日至 1996年 10月 30日）與《臺

灣政治受難者聯誼會》（1986年 9月 12日至

1990年 1月 13日）（註 2）。期待透過上述有

限的史料，釐清司法判決後發生的國家行為，並

對臺灣戰後威權統治的經驗，提供系統性、體制

性的觀點。

⪼Ȯ༌ⳍ新ᮝ˷ ઈ

為了有效辨識、矯正或排除人口中潛伏的敵

人，政府先後於 1949年及 1950年頒布《懲治叛

亂條例》及《檢肅匪諜條例》，以提高追訴叛亂

活動的刑度及執法權。不過，兩部特別法的效力

僅止於犯罪偵查與追訴的階段；至於執行矯治完

畢的叛亂犯，即無明確討論。面對這些人口中明

確已知、無法澈底清除又無法信任的威脅，政府

遂統一劃為「新生份子」，亦即，指涉軍法機關

依《懲治叛亂條例》與《檢肅匪諜條例》定罪、

判處徒刑或感化教育的群體，並企圖由嚴密的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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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防範共產主義的「疫菌」復發、擴散。

而就法制的角度，國防部 1950年代初期頒

訂的《戡亂時期預防匪諜再犯管教辦法》（1953，

以下簡稱《管教辦法》）與《臺灣省戡亂時期預

防匪諜再犯管教辦法施行細則》（1954，以下簡

稱《管教辦法施行細則》）是考管新生份子最重

要的法源依據；透過檢視《管教辦法》、《管教

辦法施行細則》之內容，有關新生份子考管作業

之預期的目標與手段，分別說明如下。

ɺȮᲿᐻ

政府制定《管教辦法》與《管教辦法施行細

則》係為防範服刑完畢或感化結束的匪諜再度為

中共服務。誠如蔣中正 1967年作成的裁示：「匪

諜與叛亂犯，不論其罪刑免除與否，應由軍法

機關始終監視（即管教）毋忽，至其監視方法

如何，應由該機關分別輕重，酌定方式行之」

（註 3）。

即便《管教辦法》以「預防再犯」為名，行

狀優良的服刑犯與感化犯終究有再犯的潛力，無

關乎刑期屆滿或感化結束，政府仍應持續施予管

教；其目的已不在消極防止當事人再犯，而是積

極掌控當事人居住遷徙與思想言論的狀況，以即

時應變、守株待兔。

此外，政府仍未放棄使新生份子「變化氣

質」的企圖，《管教辦法》與《管教辦法施行細

則》同樣賦予治安機關教育、運用等職責，以期

能重塑新生份子的人際關係、ḽ會及道德生活。

一方面，培養當事人自重、自律的精Ṙ，使其擺

脫不滿現狀的心理狀態、成為生活規律且擁有正

當職業的國民。同時，透過血緣、鄰里等ḽ會關

係掌握當事人的動態，或反向作為政治動員與教

化的渠道（但又須勸止當事人參與ḽ會團體及活

動）（註 4）。最終，政府期待將管教得當的新

生份子納為政府的一環，並按當事人的品行、

志趣與能力，授予難度不一的治安與保防工作

（註 5）。

簡言之，考管作業猶如以《管教辦法》與

《管教辦法施行細則》為核心、貫穿臺灣戰後威

權統治的人口工程，將人口中潛在的威脅打造為

孤立、服從且富有道德感的國民；不僅基本權利

較一般人更加稀少、嚴苛，卻又被期待負擔更多

政府交付的任務。

ʷȮ༆ᕀ

回到《管教辦法》的內文，考管作業主要

由「受管教人（即新生份子）住在地之警察官

署」負責辦理；而「負責管教之警察官署，應指

派專員，對於受管教人隨時秘密監視查訪」（註

6）。即便《管教辦法》與《管教辦法施行細則》

皆未明定承辦警察官署的層級為何，諸如調查、

訪問或勸導等勤務多侷限個別警察勤務區（簡稱

「警勤區」）、並有賴街坊鄰里配合（內政部，

1957）（註 7）；致使派出所或分駐所等最基層

的警察勤務執行機構成為兩部行政命令最主要的

執行者。

而為實踐《管教辦法》與《管教辦法施行細

則》揭示的願景，警察機關係在「切實周密」、

「嚴格澈底」、「不著形跡」與「勿貽反感」等

《管教辦法施行細則》所列舉的 4個原則下，以

明查暗訪的方式掌握新生份子的日常言行，或進

一步干預當事人的行動。即便《管教辦法施行細

則》尚將考管作業細分為調查、訪問、勸導、教

育、責付、運用、獎勵與懲處等 8種活動，考管

作業主要在處理下列兩件事：掌握行蹤與監控思

想情形（國防部軍法局，1967）。

（一）掌握行蹤

掌握新生份子的行蹤是考管作業的起點。承

前文，考管作業是以行政區和警勤區為基礎，輔

以街坊鄰里等地緣關係；透過嚴密地戶口查察，

以及「當事人申請―警察機關准駁」的機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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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得以知悉並控管新生份子在不同行政區間居

住、遷徙的狀況（註 9）。

事實上，不僅缺乏「正當」理由而要求遷

居、旅行會受到警察或戶政人員勸止；政府也將

陽明山、士林官邸週邊或臺北市中山南路、中山

北路等重要交通線週邊劃為「特別警衛區線」，

禁止特殊份子遷入、乃至逼迫其搬離原住處（臺

北市中正區戶政事務所，1970）。種種措施係為

確保當事人被「禁足」在相對合適、難以直接

威脅國家安全的地方，以便進一步監控言行與

思想。

（二）追蹤「康復」情形

回顧「國家即人體」和傳染病防治的比喻，

共產主義被視為有害身心的毒素，但欲確認個人

的思想「健康無虞」、效忠政府並不容易；政府

僅能以個人外顯的行為尋找線索，並合理化「思

想―行為―威脅」三者的關係。

誠如 1951年出版的中學生補充教材《防諜

常識》，即教導讀者由人的生活習慣、居家擺設

或言談舉止辨別匪諜；該書強調，縱使當事人努

力偽裝，終究會不經意展現原有的習慣，繼而暴

露其言行、內外不一之處（季源溥，1951）。然

《防諜常識》並非特例；上述思維長期為政府採

納，並具體反映在規範考管作業的行政命令與表

單欄位上（包括 1954年代問世的《管教辦法實

行細則》，以及 1970、1980年代派出所員警填

製的〈考查資料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1980）。

由是，當事人平日閱讀的書報、與人交往的

態度、家庭和睦與否等生活細節，一概成為基層

警員持續蒐報、以評估其思想情形與威脅程度的

指標。進一步地，《管教辦法》與《管教辦法施

行細則》更期待基層警員視情況現身管教、積極

試探當事人的反應，以確保考管作業順利將新生

份子轉化為政府理想的「新國民」（國防部軍法

局，1967）。但實務上，政府不可能真的掌握個

人的思想狀態，僅能由外在行為評估，並期待由

改變、約束言行舉止，以矯正當事人受污染的

思想。

但無論施以如何嚴密的監控手段，政府終

須面對一個尷尬但基本的問題：出獄的叛亂犯何

時算是「真正的」回歸ḽ會、使政府得以停止考

管？依《管教辦法施行細則》，除非當事人身亡

或「匪亂敉平」，唯有「服務成績優良或有特殊

功績或思想行狀確已改善」才能獲准換發普通

身份證（國防部軍法局，1967；高雄市政府警察

局，1996）。但即使如此，新生份子仍要遵循考

管作業期待的節奏生活；否則，警察機關仍握有

當事人的檔案，並可視情況恢復考管（高雄市政

府警察局，1989）。

面對反攻遙遙無期，政府僅能持續打造並維

持健康與疫病的界線，在臺灣ḽ會中隔離「名義

上」已重返ḽ會的新生份子。除前文提及居住地

的限制，包括參政權與特定職業的工作權也一併

遭到剝奪（註 10）。但政府也擔心公然將新生

份子拒於ḽ會之外，將不利於推動考管作業；尤

其面對黨外與海外臺獨勢力的挑戰，「新生份子

及案犯家屬對政府多持對立之態度，因而遂為叛

亂份子吸收爭取之對象」（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1971b）。由是，負責管教的員警不僅應態度溫

暖親切、標舉道德高度或適時施予物質利益；更

要顧及當事人的隱私與名譽，以免當事人「受管

教」的身份為旁人發現、遭受歧視（註 11）。

而至 1970年修正《管教辦法施行細則》時，

在總統府參軍長黎玉璽、總統府秘書長張群聯名

呈總統的公文中，又再度提及：「受管教人以往

因公開訪問、受人非議與歧視，致其職業遭受解

僱而失業屢見不鮮。為防流弊，特規定訪問應利

用時機，作特別或間接方式行之。如因公開訪

問，致其職務遭受解僱或失業，訪問人員應予酌

情處分，並由考管單位負責輔導就業」（國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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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法局，1970）。

即便立法者或黨政高層企圖消弭新生份子與

臺灣ḽ會間「可見的」鴻溝，並一再將管教的瑕

疵歸咎基層員警的技巧與經驗；追根究底，政府

實賦予基層員警過於龐雜且相互矛盾的目標。如

前述，政府期待以「不著形跡」、「勿貽反感」

的方式，切實掌握新生份子的行蹤與思想情形，

並兼顧政治、道德教育和轉化運用的企圖；然各

式行跡標著的執法手段，又具體寫入《管教辦法

施行細則》等行政命令（註 12）。

更重要地，是否有效監控當事人的行蹤與思

想情形，才是基層員警受上級督考的標的；至於

提供新生份子各式ṵ利、或處分不當執法的員警

等建議，則從未成為具有拘束力的法律條文或政

策。致使令當事人及其家屬感到難堪的執法活動

始終存在，並持續在日常生活中揭露、強化新生

份子之於全體人口的特殊性。

無關乎ḽ會大眾對新生份子的觀感，也無

關政府如何改善執法技巧、釋出情感或物質的善

意；維持新生份子孤立、弱勢的處境，並將叛亂

犯或感化犯重新打造為順服政府的新國民，既是

考管作業的手段、也是目的。當考管作業運作如

常、而政府持續進行監控、動員與排除，即在法

制上鞏固人口中「健康」與「污染」的界線。

ૣ⨸Ȯא ᱿⤑⏨

上文已扼要說明考管作業的制度性安排。不

過，任何的法制與政策，仍有賴數量龐大、充任

耳目手足的執法人員付諸實踐。尤其身為考管作

業最主要的執行者―警察，既指涉個別的執法人

員、也是兼有水平與垂直分化的官僚組織，唯有

釐清政治偵防工作在警察機關中的定位，以及警

察機關內部的組織及勤務安排，方能將考管作業

與其執法者帶回既有的組織脈絡。

ɺȮ⨸ૣ⎞ᄎᗶϴ〾

首先，考管作業是戡亂的延伸。儘管就《刑

法》或《警察法》而言，追緝並防治叛亂活動本

來屬於警察維持治安、打擊犯罪的業務之一，涉

及維護國家安全的政治偵防工作仍有其特殊性。

進一步說明，在戰後臺灣威權統治的脈絡下，國

家安全涵蓋的範疇大幅擴張，而保衛國民黨政權

是各治安、情治機關辦理政治偵防工作最核心的

目標（註 13）；其中，警察機關負責的任務主

要包括下列 4項（內政部，1957）：

（一） 加強警察偵防工作：督飭地方警察機關，

對可疑份子、在逃匪犯、反動標語及文字，

依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嚴密偵查，澈

底戢緝。

（二） 獎勵人民檢舉匪諜：督導地方政府暨各級

警察機關，依檢舉匪諜獎勵辦法，擴大宣

傳，提高人民警覺，注意匪諜滲透煽動，

秘密檢舉。

（三） 開闢匪諜自新之路：督飭地方警察機關，

依共匪及附匪份子自首辦法暨前在大陸被

迫附匪份子登記辦法，發動各界擴大宣傳，

喚醒意志薄弱，誤入歧途之青年。

（四） 考管自新自首份子：為切實瞭解自首份子

結訓新生之思想及預防再犯起見，經配合有

關機關實施感訓教育，並輔導其就學就業，

依照考管辦法辦理。

惟須注意到，由於《刑法》第 100條（普通

內亂罪）對「意圖」或「著手實行」的認定標準

並不明確。當政府每每強調「手段非法」為叛亂

罪的構成要件，實務上又對「陰謀犯」又採寬鬆

的認定標準，致使政治偵防的範圍除了具體的犯

行外，也包括思想與意圖等層面。最終，沒有人

員與財產損失的狀況下，預先判斷國民的言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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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威脅、衡量其未來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成為

警察執行政治偵防的常態。更為尷尬的是，執法

工作僅能憑藉外在言行推測個人的忠誠度，且往

往只可辨識「哪些人受到感染」、而非確認「哪

些人健康」。意謂政治偵防沒有終點，唯有仰賴

常態、廣泛的監控，持續自「尚未確診」的國民

中挑出政權的敵人。

簡言之，在威權統治下，政治偵防理當成為

各治安、情報機關的優先任務，但政治偵防特殊

且矛盾的邏輯，又使執行過程困難重重。進一步

地，若置於「警察作為一個龐大的官僚組織」的

脈絡，政治偵防的困境將更形突顯。

ʷȮષд⃅ↈ᱿ᄓኞ

誠如 Max Weber的觀點，官署（bureau）就

是「公文」與「生產公文的活動」的集合（Weber, 

1978）。進一步說明，現代官僚組織係以冗長、

繁複的行政手續和文書工作為基礎。不過，客觀

真實尚須轉換為行政機關可辨識、處置的類別，

並在中央、基層間層層轉報；過程中，每一個環

節都是「篩選資訊」與「建構事實」的工程（Stoler, 

2002）。是以，無論政府如何想像敵人的身份或

來歷，唯有確保資訊正確、有價值且被無誤地傳

遞，方能有效保衛政權。

尤其當政府長期缺乏司法與民意機關監督、

而政治犯罪的構成要件又欠具體，執法人員固然

享有相對寬鬆裁量空間，但執法品質的好壞悉由

政府概括承受。換言之，警察機關本身―尤其位

居政府與ḽ會的邊界、充任耳目手足的基層執法

人員，同樣是政府加強監督的對象；不僅防範有

毒思想滲透，建置精準且有紀律的警察部門更是

政府鼓舞「民心士氣」、維持「國民對政令之信

仰」的方式（臺灣省警務處，1958）。而欲有效

辦理政治偵防，警察機關必須控管情報的品質，

以及考核警察人員的績效與忠誠。

（一）管理情報品質

除了物理距離，民間ḽ會與黨政軍高層實相

隔漫長的行政程序，且當政府大規模、常態性地

自民間ḽ會汲取資訊，黨政軍高層形同將「知的

權力」讓渡予經手承辦的官僚組織―特別是位處

官、民邊界的基層執法者。政府必須盡其有限的

資源與時間，確認政治偵防的成果無誤、並有轉

報上級的價值。

故以基層警察常態、例行且針對不特定多數

人的政治偵防工作―「ḽ會治安調查」為例，在

公文表單的設計上往往留有鑑定「來源可靠性」

與「內容正確性」的欄位，由撰寫該份報告的警

員（原報人）填寫，以期由源頭把關情報品質。

又或者，透過檢附剪報、照片等物證，以及註明

情資來源等方式，提供上級鑑別情資的良窳；

尤其情報係由貼近目標的線民提供、而警民雙

方似又存在可信賴的私人關係，該份資料往往

會受到重視，並在層層傳遞的過程中反覆強調

（註 14）。

然無論公文欄位如何設計，官僚組織本身即

是篩選機制的核心。再以「ḽ會治安調查」為例，

在地方（縣市）層級，每一份情資或報告約經歷

五至八位承辦人審核，端視原報人所處的位階（註

15）。更重要地，各個環節查證事實的能力與責

任並不相等。倘若監控目標不固定、原報人與線

民又是單線聯繫的關係，若非情節重大、或與其

他警員的目標重疊，情報未必有查證的機會。

當蒐集、管理訊息的工作分別由不同部門或

層級負責，而訊息的內容與來源又高度保密，各

階層所認知的「事實」悉仰賴下級提供；欲透過

官僚組織控管情報的品質，意謂承辦人要持續挑

戰、拆解自身立足的「事實」基礎。惟按官僚組

織運作的邏輯，原報人本來就不應（也不會）呈

報錯誤的情報，且實務上，政府也難以回頭追查

目標的生活瑣事或言談細節、逐一確認情資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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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性。又或者，若情報的內容尚未發生，承辦主

管既無法等到發生後才作成決定，原報人亦無法

保證將來沒有變故（註 16）。

換言之，政治偵防的結果並非「必然為真」，

只是「尚未證明為有誤」，然而在確認前，情報

內容多被承辦人視作既成事實，並依此為刪改、

評估或行動的基礎。但政治偵防的目的不在追求

普遍、必然的真理，而是鞏固政權；縱使運作上

存在若干問題，基層警察機關仍能逐層生產、篩

選供黨政軍高層參考的素材。

（二）管理執法人員

另一方面，官僚組織並非單純「輸入―輸

出」的裝置，除運用適當的技術自民間ḽ會汲取

情報，同時確保所獲正確且有價值，欲使政府

機關有效運作，尚須仰賴眾公務人員妥善分工，

並確實執行上級的指令，而與個人升遷切身相

關的獎懲壓力，往往是驅使執法人員的主因（蕭

伶伃，2009）。

再次以「ḽ會治安調查」為例，警務處（警

政署）經綜合考量人員編制、業務繁簡及轄區環

境等資訊，會將各級警察機關分為不同等級；繼

之，按職位性質、任職單位的級別課予不同的

合格分數（臺北市中正區戶政事務所，1988a，

1988b，1992）。原則上，各縣市警察（分）局

的保防室（組）須逐月統計該單位所有人員的ḽ

調成績，並以六個月為一期結算、敘獎（臺灣省

警務處，1969）。

事實上，政治偵防工作必須「快且準」（蕭

伶伃，2009），影響成績的變數不外下列三項：

時效、準確與產量。由於每一位警員（乃至行政

人員）都須分擔程度不一的政治偵防工作，所蒐

報的內容難免重疊。而依規定，凡有重複、逾時

或已經媒體報導的情報將不予計分；「講究時效」

不僅讓政府即時掌握民間ḽ會的動態、縮短反應

時間，更是執法人員競爭績效、以免工作白費的

動力。

然相較「形式上」的完整程度―包括情報來

源、內容具體明確等，情報是否準確往往非核分

當下所能判斷；尤其當承辦人經手時間短暫、而

事件尚未發生，政府對時效的要求更壓縮承辦人

求證的彈性，且為達成當期的及格門檻，廣泛地

嘗試題材、或生產零碎且難以查證的「事實」，

應是警員面對績效壓力的生存策略。以 1972年

10月 29日高雄市第二分局提交的情資為例，某

商家即因窗戶形狀酷似臺獨標誌而遭到警方關注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1971a），且由實際的案

卷可見，提交看似無涉具體活動、內容難以驗證

的情報，原報人所獲得的分數未必較低。

最後，除了追求效能以外，保衛政權的另一

前提來自行政官僚對政權的忠誠度。尤其警察本

身即是政府用以識別敵我的執法人員，除要「刻

苦耐勞、熱心為ḽ會服務」，「忠黨愛國」更是

基本要求（臺灣省警務處，1954）。

但無論政府如何甄補、培訓忠貞的警員，

所有偵防技術仍僅及於個人的外在行為。警察機

關同樣無法保證成員心理健康無虞，因而有必要

防範滲透或因粗心而洩密。其中，採取化名、代

號等「匿名」措施，即是最基礎的保密機制；故

凡線民、警員與單位各有辦理政治偵防工作使用

的代號或化名。同時，匿名形成的「斷點」也切

割資訊流通的範圍；縱使案卷內容在傳遞中並無

更動，不同層級（包括原報人）僅各自獲得片段

的資訊，難以由單份報告完整掌握情報的來源或

去向。

綜上，介於黨政軍高層與民間ḽ會之間，

尚存在規模龐大、扮演「耳目手足」的官僚組織；

唯有執法人員忠誠、確實地執行任務，方能辨

識並排除潛伏的威脅。然無論是篩選資訊或激

勵―約束執法人員，維繫政治偵防的機制實有

諸多游移（乃至衝突）的空間。一方面，政府

汲取情報的同時，仍試圖兼顧品質、效率與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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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重目標；但各級承辦人又難以把關情報來源

與真實性。最終，大量零碎且未經驗證的「事

實」持續送往決策核心、成為黨政軍高層判斷的

依據。

ɿȮᏈՖ⸅ൔẼⱧ

誠如前述，當執行政治偵防時，警察往往

須在沒有人員、財產損失的狀況下，預先評估思

想、言論可能造成的危害。不過，絕大多數的被

監控者並無顛覆政權的企圖或能力。當政府積極

尋找―生產「敵人」，許多起自誇大或過度詮釋

的偵查行動往往無疾而終，或累積大量瑣碎又缺

乏實益的資訊。

若以更口語的方式形容，政治偵防實為政

府「主動找事給自己做」的過程。誠如前文，政

權的敵人無所不在、潛伏於人口之中，有賴各治

安、情報機關精準識別。矛盾的是，一旦敵人被

挑出、且經由官僚組織層層認證後，就成為「真

實存在」的客觀事實；然政府既無法將之澈底消

滅、又不能置之不理。

故置於戰後臺灣的脈絡，「監控」（包括以

考管、輔導、管教或其他名義）同時具備積極與

消極的面向。「監控」意謂與敵人長期共存、且

是一種「不得不然」的讓步；過程中，政府必須

投注龐大的資源、細緻地執行各種管理措施，以

降低威脅、並期待真正將敵人消滅。

此外，若扣除接收初期與街頭抗爭激烈的

1980、1990年代之交，威權統治期間的警民比

約在 1:245至 1:514間浮動，意謂平均每一萬位

國民中只有二十餘位正式警員維持ḽ會秩序（註

17）。且政府補充員額的速度不僅落後人口成

長，凡遇有困難、新興或權責不明的業務，政府

往往將警察列為協助單位，或直接要求警察組

成各式任務編組專責處理（古奠基，1985；張淵

菘、章光明，2013）。在在使警察在人力不足、

勤務規劃與績效制度不健全的工作環境下，長期

處於過勞、高壓的狀態（許文義，1991；詹益彰，

1999）。

面對繁重的勤務與績效壓力，「選擇性辦

案」成為警員不得不然的策略；更具體地，優先

選擇線索明確、易偵破或有豐厚報酬的案件辦理

（詹益彰，1999）。常態性的政治偵防多難有宣

告偵破的機會，終淪為基層不得不做、但又吃力

不討好的業務―徒增工作量但收穫有限。

若採取直接查察的執法方式，甚至會賠上

警民關係、埋下或強化當事人及其家屬的反抗意

識。故在人口組成複雜的都會地區，基層警察機

關（如派出所）往往無暇、也不願接手如考管作

業等基層的政治偵防工作；不僅報告輒有內容草

率、重複或拖延者，承辦人也伺機將相關業務轉

予其他部門。

總結上述，儘管警察機關企圖以繁複的行政

程序確保資訊品質，官僚組織本身就是打造事實

的來源；又政府高度仰賴封閉的治安、情報機關

汲取「事實」，最終僅換得大量未經查證的資訊。

更重要地，政治偵防並非警察唯一的工作。囿於

人力不足但業務量日益膨脹的困境，政治偵防反

而成為消耗警力的「黑洞」，致使政策或法制期

待的目標流於形式。

⊣Ȯᒆጊʑ᱿ᄎᗶϴ〾

本文的核心―新生份子的考管作業，是政府

試圖與明確已知但無法澈底排除的敵人共存的措

施。但無論法制、政策揭示的理想為何，欲跨越

時間、空間限制，並有效指揮規模龐大的官僚組

織，紙上、公文作業仍居重要角色。是以，下文

將細緻檢視，《陳三興》（1975-1994）、《柯旗

化》（1985-1996）與《臺灣政治受難者聯誼會》

（1986-1990）等 3份考管作業中產生的檔案。

進一步說明，上述 3案的內容以簽、函的草

稿為大宗，因而保留各級承辦警員（官）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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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擬辦方針與主管裁示。也由於公文檔案必

須呈現符合法令及上級期待的執法活動，而非止

於記錄真實；唯有檢視案卷層層易手的過程，本

文才得以釐清威權統治下政府的運作邏輯―包括

「事實」與「共存」的關係，以及各承辦人處置

「事實」的方式。

ɺȮ౹಩᱿Ჿᐻ

考管作業係為掌握當事人行蹤及其思想的

「康復」狀況；兩項任務環環相扣，後者更是考

管的核心目標，故當叛亂犯服刑結束，並由原居

住地的警察機關接手考管時，除要比照一般罪犯

登錄如住址、學歷、現職、外貌與重要親族等基

本資料，更會參酌案情和獄中表現，提出相應的

考管計畫。以陳三興為例，高雄市警察局（尚未

升格直轄市）的保防組即研判（高雄市政府警察

局，1977a，1977b）：

（一） 陳某早年於省立雄中求學時，其個人淺陋

的學能，不正確的意識與年輕盲動的特性

不滿政府。歧視外省同胞，籌組叛亂組織

意圖推翻政府惡性重大。

（二） 陳某曾受十五年重刑之處罰在獄之考核情

形紀錄良好。列管伊始，未見端倪，有否

安全顧慮尚在偵考中。但依常理判斷，長

期鐵窗之苦，陳某不可能全然釋懷。其對

政府多少存有記恨，似在意料中。

基此，在家庭狀況、日常言行與經濟來源

外，陳三興的人際交往同樣列為偵查重點；尤其

陳三興涉入的是臺獨叛亂案，負責管教的警員不

僅要防範陳三興同其他案犯來往，「是否與外省

同胞做朋友」也成為評估當事人心理狀態的指標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1977b）。然「利用義工

二人夜晚密查提報資料」，警察機關並無查獲任

何陰謀、不法或不妥活動，遂作成初步的結論：

「該陳某家有父母兄弟等多人又有正當職業又有

技術在身，維持家庭生活忙碌無閒暇時間作不法

交往或活動」（高雄市政府警察局，1977b）。

事實上，這種「持續防範、又無所獲」的

偵防工作才是考管作業的常態。儘管〈考查資料

表〉將新生份子的日常生活、家庭狀況、思想及

政治參與一概列為蒐報標的，《陳三興》1977至

1986年間共 22份〈考查資料表〉實高度雷同、

反覆確認當事人安全無害。

除了當事人確實沒有實質的犯行，基層員警

的執法能量不足，同樣是造成〈考查資料表〉內

容一再重複的關鍵。承前文，基層警察機關的業

務繁重、人力吃緊，比起嚴密監控當事人的思想

狀態，查證行蹤或作息無疑更為容易。由是，因

應當事人的作息與移動，最基層、常態的考管作

業則依官僚組織與行政區的邊界，分割為若干平

行且零碎的業務，由不同行政區的基層警察機關

共同分擔。

惟例行考管的品質終究沒有隨參與人數增

加、目標重疊而提升，即使承辦警員以距離遠近

或配合作息為由尋求其他分局「就近代為查明協

管」，22份〈考查資料表〉的內容仍大同小異、

難有深入的結果（高雄市政府警察局，1985）。

追根究底，只要當事人未以任何形式涉入政治―

包括人際關係、言論或採取實際行動，考管作業

僅能持續更新基本資料與生活近況。

簡言之，為與敵人共存，必須澈底掌控新生

份子的日常動態，然對不同尺度或層級的使用者

而言，資料的意義並不均質。尤其當政府試圖以

當事人的言談內容、閱讀書籍或政治參與的情形

確認「康復」狀況，輔考工作實際累積的「事實」

往往止於個人基本資料。

但無論〈考查資料表〉如何正面陳述當事

人的言行舉止、且一再註明「無安全顧慮」或

「（尚）無發現」，安全顧慮始終存在。舉凡「早

出晚歸，經常不在家」或「從事代書工作，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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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廣」，仍可成為警方宣稱「有安全顧慮」的

基礎。亦之，有無安全顧慮實與具體不法情事無

干，只要沒有發現新事證、或經指示終止考管，

警察僅能依法維持既有的考管工作及規模（高雄

市政府警察局，1982、1984、1985）。最終，隨

當事人移動更為頻繁，例行、常態的考管作業也

趨於瑣碎且被動，既無法準確鑑別不同輔考對象

的差異，而一旦當事人真的「再犯」，基層執法

者也難以積極因應。

ʷȮὊᦩʶ૪

在上一節，本文主要討論例行考管作業的效

果（註 18），其中，執行者並未積極監控當事

人的日常動態，受輔考的對象也沒有公然挑戰政

府的權威（註 19）。故只要基層執法者穩定生

產「事實」，蒐報的疏漏便不是問題、甚至未被

意識到。不過，一旦發覺新生份子涉入政治事務

―尤其立場與政府相左的組織或活動，警察機關

的處置方式即大為不同。

誠如《陳三興》、《柯旗化》檔案中，年

份晚於 1986年的案卷，不僅有基層警察機關例

行填報的〈考查資料表〉外，也包括眾多由辦

理「ḽ會治安調查」產生的〈ḽ會情報報告〉。

此時，當事人已非單純背負前科的出獄叛亂犯，

而是下一起叛亂案件的陰謀犯或嫌疑人；進一步

地，偵防的力度更因其「新生份子」的身份而

提升。

具體而言，監控者的來源不再侷限轄區邊

界與行政層級。凡取得相應的情報，每位警員都

能直接或間接地參與偵防，而透過〈ḽ會情報報

告〉傳遞情資，則讓資訊更新的頻率從例行考管

的一個月、半年至一年不等，壓縮為事發後一到

三天。由是，ḽ會治安調查的目標實與考管作業

重疊―同樣針對 1980年代中後期涉入政治的高

雄市新生份子，二項平行的偵防工作汲取、累

積的「事實」更彼此競爭。

相對講求時效的ḽ會治安調查，考管作業顯

得遲鈍、被動且瑣碎。而自 1986年以降，高雄

市政府警察局一再以ḽ會治安調查的成果糾各正

分局考管不確實、未能掌握新生份子的動態。然

細究《陳三興》等 3份檔案、共 82件〈ḽ會情

報報告〉，公文流程的時間註記顯示承辦人幾乎

無暇親自確認內容；又或者，由於資訊的來源、

性質特殊而難以查證（註 20）。意謂承辦人僅

能憑藉案卷援引的人證、物證判斷情資的可信

度。而 3份檔案中，亦缺乏證據顯示保防單位曾

查證任一筆〈ḽ會情報報告〉（乃至其人證、物

證）是否正確可靠。

故在考管作業與ḽ會治安調查競爭事實的過

程中，與其將考管作業的「失敗」、「不真實」

直接歸咎制度本身或基層警員的執法能力，政府

評價「真實」的邏輯同樣關鍵。事實上，「有勝

於無」的思維深植各式犯罪偵防的工作中，導致

巡邏、臨檢或勤區查察等「攻勢勤務」日益繁

重。最常見地，由於「不可能沒有犯罪」，無關

轄區實際的治安狀況為何，基層警員仍應逮捕、

移送一定數量的犯人（呂育生等，2008）。

政治偵防同樣面臨相似的狀況。誠如考管作

業的初衷：政府並不信任矯治的成效、且預期當

事人一定會再犯。唯有持續獲得新事證，方符合

政府對新生份子的期待。即便情報的內容未必為

真，釐清錯誤已非的首要目標；相反地，為驗證

情報揭示的「威脅」，監控、防範的業務只會持

續膨脹。

而在《陳三興》與《柯旗化》中，針對兩人

的ḽ會治安調查與考管作業均持續進行至 1990

年代中期，然除個人基本資料外，〈考查資料

表〉的內容多是重述ḽ會治安調查的結果。嚴格

來說，警察機關並無調整執法的策略或制度；但

自 1980年代中期以降，管教前科犯的例行公事

實逐步退場，由犯罪偵防接手，成為政府監控新

生份子最主要的方式。



76

ᒆጊ֚年ӤƚArchives Semiannual

ɿȮࡠᘍ᱿ザ㆛

單憑紙上作業，警察無法保衛政權；無論是

蒐報情資或動用強制力，執法人員終究要親赴現

場、將各種指令與政策付諸實踐。不過，外勤工

作亦需遵守法令規範，起碼形式上具備「依法行

政」的外觀。倘若「犯行」不足以起訴或定罪，

即使當事人持續從事政治活動、令政府深感頭

痛，警察也無法恣意動手抓人。

故介於「側密注偵」和正式逮捕之間，基層

員警尚有眾多選項。如檔案《臺灣政治受難者聯

誼會》，則完整紀錄高雄市警方 1986年 9月、

10月間出手反制新生份子籌組政治組織的過程。

依 9月 11日傍晚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保防室

填製的〈電話抄報單〉，警政署主要有下列三點

指示（高雄市政府警察局，1986）：

一、 新生份子要籌備組織臺灣政治受難者聯誼會，

訂於 75.9.14.日假臺北市長安西路甲天下餐廳

內集會。

二、 新生份子名冊公文於 9月 13日前由警署保防

室傳真到本室。

三、 文到請予以疏導約制，並將績效報署。

嚴格來說，法律並未明文禁止刑事案件的出

獄人組織ḽ團（吳宗謀，2015）；至於屬行政命

令的《管教辦法施行細則》，也僅要求負責管教

的員警應「勸止（新生份子）不任意參加各種ḽ

會組織活動」。若查無具體的犯罪事證，依法警

察只能就不妥言行口頭警告，或以短期拘留、禁

止當事人至外地旅行等方式暫時限制當事人的行

動（國防部軍法局，1967）。

按字面解釋，「疏導約制」所指不甚明確；

又參照當時往返的公文，「疏導約制」主要為掌

握新生份子受邀出席的狀況、加以警告並再三確

認其事發時的行蹤。雖然當警察現身「拜訪」

時，多數受邀人選擇低調以對，僅以未獲邀請或

有事（病）無法出席回應；但對於公然抗拒、表

示有意北上參加聚會的新生份子（如陳三興），

警方除記錄外，並無更積極的處置措施。最終，

緊急的反制任務逐漸淪為例行性的蒐證工作，與

前文討論的政治犯罪偵防相去不大。

本文推測，執法活動變得保守且謹慎―往

往止於調查、蒐證或現身干預，試圖避免事態擴

大，除了係因應民間ḽ會要求政治民主化、落實

依法行政的壓力，牽制警察機關的力量也來自自

身。承前文，政治偵防工作大多起自誇大或缺乏

根據的臆測，且伴隨人口膨脹、ḽ會生活日益複

雜，各種「可疑」、「不妥」但又不至引發立即

危害的狀況只會有增無減；致使打擊偵防工作逐

漸淪為事倍功半、虛耗執法能量的業務黑洞，其

重要性與特殊性亦持續萎縮。

另一方面，「政府」終究不是單一、均質

的整體，欲「一條龍」地根除已知的威脅，有賴

警、檢、審三方逐案協調；然除了少數重大、特

殊的案件外，司法系統實難以循同樣的模式處理

眾多無足輕重（甚至根本不存在）的「敵人」。

換言之，處置「敵人」的程序勢必要分流、逐層

篩選，而位居第一線、負責偵查與逮捕的警察機

關往往承擔過程中最主要的行政成本，以及最直

接的政治成本。倘若單單現身查察都可能破壞警

民關係、或激發當事人與家屬的反抗意識，正式

逮捕引起反彈將更為劇烈。

故最晚至 1980年代，政治偵防的目的與手

段出現明顯的斷裂，保衛政權依舊是各治安、情

報機關最核心的任務；然實務上，由於執法標的

與後果皆不明確，警察已難以防治各種已知、且

數量持續膨脹的威脅。誠如高雄市警方反制新生

份子和陳三興籌組ḽ團的經驗：若非明確獲得上

級背書，或掌握足夠具體的犯罪事證，警察只能

持續監控，並依職權「有限度地」介入當事人的

日常生活。

最終，「保守」成為基層警員應付上級、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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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規範，以及民間ḽ會挑戰的執法策略。當政治

偵防形同消耗警力的業務黑洞，官僚組織追求效

率、但實際運作又背離效率的矛盾特性，同樣牽

制政府澈底清除污染的企圖；致使保衛政權的工

作大多侷限基層，主要手段也由實際逮捕轉向長

期監控和「疏導約制」。

Ȯ̂⃌⧄

綜上所述，保衛政權是貫串戰後臺灣威權統

治時期的核心政策，藉由「新生份子」這一特殊

的人口類別，政府企圖將人口中明確已知、又無

法澈底消滅的敵人自民間ḽ會隔離；除為提防當

事人罹患的有毒思想復發、擴散，政府也期待重

新打造出順服且有道德的理想國民，以使其分擔

保衛政權的職能。

然實際的執法圖像與黨政軍高層的規劃並不

相符。考管新生份子難以成為基層警察最重要、

迫切的任務，且隨著時間推移，例行考管的重要

性持續萎縮、流於形式。究其原因，在高層的決

策與法令之外，充任耳目手足的官僚組織自有其

運作的邏輯，原先用以確保效率與忠誠度的制度

性安排，反而成為消耗執法能量的障礙。意謂在

警察機關試圖圈禁污染的過程中，其自身也被圈

禁在冗長、繁複的官僚組織和公文流程內。惟約

束政權的「官僚理性」並非自模型中憑空推導，

而是結合法制缺陷、機關屬性、業務性質與實務

經驗的產物。

※ 本文改寫自作者2019年未發表之碩士論文《與

「敵人」共存：臺灣威權統治晚期的新生份子

監控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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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會ȶ໰⸊ࡣʱᇷֆ⧉૭ӱ案˴⡵ѥיⶩȵ໠ްᆹቅʃᯍא 1 2014 年૭ዽⳇ⳧⡵ѥ᱿案˴ᄲᲿŊ߱ 1949

⎏ 1986 年⿵⎏ଇሷ 7965 ːሯטⰊʶ૭ӱŊʏሷ 809 ː（₎ 10.2%）⳼ӷӱ⚠ᔘӨ໣ᅠ℮ྐྵȮᲶṮ᱿⳧

程ʑᔘ˃řҢㇷ案˴ʙ⣬ゝʑ 14年（ؐ）˫ʁሷቅളӨҠ⤺ 3478ː（₎ 44%）⎞฾ջ教⋀᱿ 1834ː（₎

23%）（π子ΔℶŊ2014Ŋㅪ 37）ȯ

⥘ 2 ӓ߱ᄝⲩʑဏדᄮ˷檔案ᆹŊ቏ᄽɺയ˫キᾺ⚦⥘⥆Ŋ˫ᖣ ះȮʏἌㆴ檔案⎞׳Ӳ⠧܈Ȯ案ֱ᱿̤べ

దᯌřฑᅠא≙⫏ᅆʑŊ቏ᄽ˜ೖ↲ᅹሷ೧⥘⫏ᅆ᱿格ೣȯ˫ȳዖᅲջȴᣅ͛Ŋ૪も᱿Ჶ࿳ᙙՒר⋱ᅽ

ᅠ 1985 年Ȯ໣ྃ↲⎏ᅠ 1996 年˫രřᤋⴅଔ㋧゛ఱᄎಓ⨸ૣଞ管理ד移轉檔案᱿ᨊᗼŊ቏ᄽХ⋱分ኔ

1985 年⎏ 1996 年Ҡ 32 ˴案ֱŊʏဏӛሷく᱿࿴⧄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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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ᄽʑ⡢ḻ᱿⋍ᇓŊ͸國〾部͗ӜŘȵƥיʱᨃӱ⇢രŊ⃻᧚⬌≟҉ぜҢӨʠࡠ⠗≛Ŋະͩ؋ȳ໩ʱᆹቅㅷ

〾ֆ⧉Ҫᨃ管教辦ᘍȴ管教ᤀ明ᄽ規હŊ⦼⸃ḻȶ（國〾部ⰊᘍଞŊ1967）ȯ

⥘ 4 ͩȳ管教辦ᘍᅡ⠗₳ԅȴὮ 5 ጻŘȵֆ⧉案ᨃӛ᩠໣サ฾ջᑨ〦രŊະʵ管教ד⳥ᮢʠʶㅮະᣅ⦲ውȮ

ᄮ理⎊቏ጻὮ׶໇⚠ᾀҜ部˷ȶřʀᄽ⃾דȮը଄Ȯ教⋀Ȯ⪸ˡȮ⳥ᮢȮᩦզۊ⥏ 3（ը଄）⎏Ὦ 6 ㅮ（⳥

ᮢ）ʠҙૌ（國〾部ⰊᘍଞŊ1967）ȯ

⥘ 5 ߱ȳ管教辦ᘍᅡ⠗₳ԅȴὮ 5 ጻὮ 6 ㅮŊ֯Ӭ舉ᄎಓቅഩ新ᮝ˷子分Ⴢ᱿˶Ֆřծ཮Ř⦲ው໽̦߸֒

ᾀ（國〾部ⰊᘍଞŊࢊᯝː᧎Ȯ֠Հϴውֆ⧉案˴Ȯ֠Հ၃€ⲸֆȮẨ૓Ჶ⣶ֆ਱˷子⎞ဏͧᗶમ෼ר

1967）ȯ

⥘ 6 ೧⚦ҙᄽῃ⻞⎊ȳ管教辦ᘍȴὮ 9 ጻ（國〾部ⰊᘍଞŊ1967）ȯ

⥘ 7 ⨸՝֒֯ᆯ⨸ૣ՝Ֆ᱿ࡣ቏̤܈ȯᣅⴍ҉分ԟቩȮ⸄ȮΎᾀ߸ᅞ⎊ᗶ̤܈Ŋ˫ɺቩ（⸄）⥑ἼɺΤ⨸՝֒

ᣅ׆ԅř␵⥿ቩ（⸄）᱿ːם໣߸ࡍ῅ߣ⳧ञ໣⳧ଅŊവ⩐ⳇᣅɺቩ（⸄）ҙ⥑ἼқΤ⨸՝֒Ȯ໣ɺ⨸՝

֒ҙⱢқΤቩ（⸄）ȯሱരŊ⃌׶␵౸⨸՝֒Ŋ֯ᣅ⥿管ᙜӛ໽໣分㉐໽᱿Ɫ֒῅ߣ（ҙᄎ部Ŋ1957Ŋㅪ

26řҙᄎ部Ŋ1966Ŋㅪ 33）ȯ

⥘ 9 ሷ〦新ᮝ˷子ᵬቅᅧ⠗᱿管理Ŋԅͩȳ管教辦ᘍȴὮ 13ȮὮ 14 ⎞ 15 ጻ規῅（國〾部ⰊᘍଞŊ1967）ȯ

⥘ 10 ໰⎏ 1990 年˩ӮŊ⎏ଇሷ 33 ጻᘍയ໣⠗ᄎل˪࿢ぜᄎᗶטザ≛ະ≙ד˶ᮢ᱿⫏格řา⧨新ᮝ˷子⿢ቅ

ᤀᘍჂ˶ҝ⊚Ŋ໣ഺʶॖⷪ師Ȯയ師ᾀңሷ專業證ᤫʠ⊚業（㋧゛ఱᄎಓ⨸ૣଞŊ1991bȮ1993）

⥘ 11 ͩȳ管教辦ᘍᅡ⠗₳ԅȴὮ 7 ጻŊ≙管作業ະ˫ȵʃ͐ᅣːᱹ᫠Ң（ט管教ː）ᣅט管教ːȶᣅ׆ԅŊ˫

ㄅːⴆ༌࿯෼⫏Ȯ໣רȵ⠗⭤ᐻ┮ȶ᱿ᅞೣŊະଁ⣴ח管教ː⳼⎐ධ໏Ȯᔐ⣶řᄑ⦲ውడ作઻ⴍ҉࿮ט҉

ᮢᯍʶːʁ班（課）ര໣ϐᅺ᱿ᆹᕀᱸ⿧⥏ۊᾀ（國〾部ⰊᘍଞŊ1967）ȯ

⥘ 12 ॖȳ管教辦ᘍᅡ⠗₳ԅȴ૽ೣ׳ҝᖁゝ會前രȮᯍʶː໣׺ଡːሷ᯶᯼Ȯ家ሷ۹（܄）ʶᾀӬᣅ⳺׶⨸ૣ

ᆹȵમႧ๲Վʏ⣬ᖣ៰ಎʴ⤟ȶᄎಓ⦓ᣅ新ᮝ˷子׺᱿ᆹᑨŊ˫ȵዽ૪֬證໣⡵҂辦理⦲ውҙૌȶȮۊ⥏

ະ⥿（໣ʃະ⥿）ϝ᱿ʶ（國〾部ⰊᘍଞŊ1967）ȯ

⥘ 13 ȳӨᘍȴ⎊ 1934 年ㅹ⠗˫͗Ŋʏᤀ明ᄽ規῅國ᖁ᱿ᄎᗶʙ೺řʈ߱⠗ຟരŊ఩ʃѿ⥓ҝᤋἼᘍΎゃ國ᖁ

㔋דҢา⨯ഐ๗᱿ѭ՛߸̤（԰ණढ़Ŋ2008Ŋㅪ 272-274Ȯㅪ 277-279）ȯߌᔍŊⲿ⳧׮ᘍ૪Ֆი೺⤟⸃

ȳӨᘍȴҙʱȮक෧⇢᱿ጻᄽŊᗶમᑨ〦⎊⠗ԡ⥑ʏ͐ᮢȵ׶ᅠ㔋าȶ᱿ࡠᘍᐻ᱿ŊⳠໞᣅ國ᖁ㔋ೖ⿢訓

ᄎ᱿⩐ⳇʠⳬȯา⧨߱໴ര⎔ᢕ᱿঱ᓏ⃥ᗶᆹቅŊ國ᖁ㔋ഐ׺⎞ʑⓧᖁ國ଡᅠ׺ᾀ᱿̤べř≟᮫國ᖁ㔋࿜

ဝ᱿ᄎಓᑨ〦໣ᄎᓏŊ༇ᆯト⣬᧚Ӳླ⠡Ȯ࿢ぜὊᦩ᱿ㅽࡍ（㓳ʍяŊ2015Ŋㅪ 46-47）ȯ

⥘ 14 ʶ૪ʀŊ部˷作業規῅ሩᄝ明Řȵ␵⥿෼ࢊʃᆯ᮫ℬᖁဏͧŊྈ規હະ⣶׺ɺ⎷ࢊ案ט理Ȯ≟㄄Ӭᣅḽ⦲

（෼）⫏ᅆȶ（ҙᄎ部⨸ᄎ⇨Ŋ1981aȮ1981b）

⥘ 15 ң㋤≟⤵Ŋሷ〦ࢊ׆ː̤べדҢ෼⫏З⳴⭰ലŊʙ⣬分ᣅʁӬ 3 種（ҙᄎ部⨸ᄎ⇨Ŋ1981aŊ1981b）Ř

 1.ȭ ᙜӛ໽Řࢊ׆ːȮᙜӛ໽໽⿢Ȯ分ଞΎ〾⃅（⃅ڂȮ⃅⿢）ȮⅶଞΎ〾ા（༫辦ːȮϴ〾⊵⿢ȮᔌԞʙ˶）ř

Ҡ⤺ 8 ː⃻༆ȯ

 2.ȭ 分ଞŘࢊ׆ːȮ分ଞΎ〾⃅（⃅ڂȮ⃅⿢）ȮⅶଞΎ〾ા（༫辦ːȮϴ〾⊵⿢ȮᔌԞʙ˶）řҠ⤺ 7ː⃻༆ȯ

 3.ȭ ⨸ૣଞ（ⅶଞ）Řࢊ׆ːȮⅶଞΎ〾ા（༫辦ːȮϴ〾⊵⿢ȮᔌԞʙ˶）řҠ⤺ 5 ː⃻༆ȯ

⥘ 16 ౑⣲᱿෼ഐॖŘ⨸ᅞʶ҅᪀ᵧኽ新ᮝ˷子૽ᅠኽ場ゝ會ᱹ⠧រ說Ŋ≟⊓↙⥿管⨸ૣଞ֠Հ࿜ဝՒ๗řᤋ⎏

ᙙՒᯍटŊᯍʶːʏቍॖቅӛౌ（㋧゛ఱᄎಓ⨸ૣଞŊ1991a）ȯ

⥘ 17 ሷ〦⨸ᖁᕗ᱿⤺ᾰŊ቏ᄽ⃾׶ᄮ理⎊⎔ᢕ᳎⨸Ֆ⚠（1954Ŋ1958）Ȯҙᄎ部（1957）Ȯ⠗ᄎずʙ⤺⚠

（1975）Ȯ㌵⽵ᾀ（1976）Ȯ▼Ⳗ〇（1996）Ȯ⦅Ჩചᾀ（2000）דው⥴ҙᄎ部໸ᄎ׮ 2012 年ːם⫏ᅆ

ಝᾀ⫏ᅆȯ

⥘ 18 ㅱᘜาӷŊ቏ᄽオ˫ȵ͛⠗ȶȮȵ౑๗ȶഐૌȳづɿ⎟ȴ1977 ⎏ 1986 年⿵Ҡ 22 ˷ȱ≙管⫏ᅆ⠧Ȳ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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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ᆹ⿵⭪ಙʏʃɺ⎐řʙ⣬分ᣅ 1 ΤሶȮ3 ΤሶȮ6 Τሶ⎞ 1 年ᾀㆩࠣȯ̟ᤀ⧄̬≛Ŋᲀザ˫ا᫠

ᯍʶː֯ᆹ᱿Ւ๗řבྈ⠧ʀ᱿ࢊࢯᅺቅרᵧŊሷᆹ༫辦⨸ڂᮚ⎏߱ቅʑ֯఩ࢯ६ᯍቅ᱿ȱ≙管⫏ᅆ⠧ȲŊ

ഐ׺᳅࿲᳎ᯆര֚ቅ᱿≙管⫏ᅆȯ

⥘ 19 ֯͐቏ᄽቍ⋱חവ⦀₳᱿ᄲჇŊᤋ⃾׶ᕗଃᅹሷ（2019）〦ᅠᄎᗶ案˴᱿ɿञષᅞ⃥⤺⫏ᅆŊ˫ד 1986

年 9 ሶ㋧゛ఱ⨸ᅞߌະ新ᮝ˷子•⃅ȵ⎔ᢕᄎᗶטザ≛⊓⦯會ȶᮝᮟ᱿檔案Ŋ቏ᄽ࿴̒Ř⎞ᄎᗶʶՖ⃑ℳ

᱿ȵ₪ːȶະ̫新ᮝ˷子᱿ञશȯ

 ң㋤≟⤵Ŋྈ 2014 年໠ްᆹቅʃᯍיʱᇷֆ⧉案˴⡵ѥࡣ⸉會ӛ版᱿ȳ֓ʽⳕ年ໞኞ₊൳專ⱓȴҝ̡᱿

ᄲ઎ 7965 ˴Ŋᣅ቏ᄽႫ૯ᆹ（2019）ⲅ⨯ಙሱ㋧ȮᄲჇሱΎભ᱿⃥⤺⫏ᅆřฑଃᤫ 1986 年新ᮝ˷子ໞ

Ἴȵ⎔ᢕᄎᗶטザ≛⊓⦯會ȶᆹŊ㋧゛ఱ（ːם⤺ 132 ┋ːŊ₎̫Қ國ːם᱿ 6.77%）ХሷҜ̤新ᮝ˷

子᪀ⴎ（ҙᄎ部໸ᄎ׮Ŋ2012řቦṴṞŊ2015Ŋㅪ 214ř㋧゛ఱᄎಓᖁᄎଞŊn.d.ř㋧゛ఱᄎಓ⨸ૣଞŊ

1986）ȯ

⥘ 20 ᯍࢊ׆ːᆯ෼ࢊ᱿ڱɺ͗᜺ǖծ཮⎞ℬᖁᣅ܈ℬㅽ଄᱿〦͸Ȯ໣ࢊࢯ᱿ҙૌ⎞ὮɿːᤀᚊŊሩဏ㋧ᷨ⦓⫏

⤻᳠ϸ᱿ザಙȯ舉͛≟⤵Ŋ߱ȳዖᅲջȴʑŊࢊ׆ːқಙ૽໸םውૣᆹ⎞ᯍʶːଃ⦹᱿ҙૌ˫ȵዖᅲջ⎊

⇾ⲙ⎔രʠ⤵⠗ȶȮȵ新ᮝ˷子ዖᅲջଃᖁⳖ㔋ᔍᓝאⴆ分ኔȶᣅ㆛ࢊاřᤋЭⳆㆩ₞ ₊⻞Τː᱿᳖ᘍ

໣⤐㔄᱿ȱḽ會෼بࢊࢊȲŊぜ˅᮫ᯍʶː⤃⎊ᷨ⦓कȮಂʢᤀҢ˟Ⳃലרⲅ⨯ҙૌᔌᷨ⎞؋（㋧゛ఱᄎ

ಓ⨸ૣଞŊ1989Ŋ1991c）ȯ




